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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４. ０”背景下“中国智造”能否赋能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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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 ４. ０”背景下厘清“中国智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有助于缓解“机器换人”带来的冲击，实
现“稳就业”目标。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工业 ４. ０”理念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

分法考察“中国智造”能否赋能劳动力就业。 结果显示：（１）“中国智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量，通
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 （２）“中国智造”的就业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和人口规模适度

的城市、低市场地位和小规模企业、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多和薪酬水平高的企业中更突出。 （３）“中国智造”通

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缓解融资约束影响劳动力雇佣。 （４）“中国智造”可以扩大企业利润，降低企业风险，
提高企业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研究结论为智能时代企业如何实现“稳就业，促增长”
提供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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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以来，以物联网、人工智能、５Ｇ 为主导的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突破了现有

生产力增长瓶颈，成为全球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的新动能，人类正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

代。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充分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历史机遇，抢占智能制造发展先机，中央和

各地纷纷响应，颁布相关政策，着力推进企业智能化发展，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虽然智能技术推

动了产业转型升级，促使生产力增长，但在“工业 ４. ０”背景下，其导致就业市场发生颠覆性改变，对民

众就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技术进步替代人类劳动已成为一种趋势，“工业 ４. ０”时代的到来加

速了机器替代劳动者的进程，民众对技术进步冲击劳动力市场的担忧也有所增加。 部分可重复性体

力劳动和常规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被机器替代。 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一些企业为了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前采用了机器替代人力，加之经济下行，市场低迷，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第四

次工业革命在带来短期失业问题的同时，可能倒逼更多低技能劳动者从简单的工作环境转向多样化

的工作岗位。 企业技术升级使得生产率提高，降低了产品市场价格，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利润，企业

会选择扩大生产规模，促使劳动力需求增加。 因此，“工业 ４. ０”时代能否赋能劳动力就业，成为当下

的现实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抑制论”强调人工智能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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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替代效应。 学者们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传统岗位将会被机器替代，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相当大一

部分劳动力或将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①。 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１］发现在短期内机器会替代美国 ４７％的职

业；Ｄａｖｉｄ［２］ 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智能技术影响，日本企业有 ５５％ 的岗位可能被扼杀。 Ａｒｎｔｚ ｅｔ ａｌ． ［３］ 分

析 ＯＥＣＤ 国家的工作自动化异质性，发现韩国工作自动化的份额是 ６％ ，奥地利的比例是 １２％ 。 国内

学者从不同情境如地域［４］、行业［５］ 和个人［６］ 等视角，验证了智能化会在短期内引起大量失业，对“机
器换人”现象产生了一定担忧。 “促进论”肯定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 学者们认为智能化不仅

仅是“机器换人”，相反“机器扩人”现象更加明显［７］。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８］ 指出新兴技术在取代

现有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同时，也会带来全新的和更复杂的工作机会。 Ｂｅｓｓｅｎ［９］ 认为当市场产品需求

弹性很大时，生产自动化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和产品需求提升可以对就业产生促进效应。 国内学者

魏下海等［１０］发现当城市机器人安装密度较大时，移民有更大的概率进入该城市就业，因此人工智能

技术能够从总体上提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１１］。 “不确定论”更多的是保持中立。 在人工智能及自

动化的推进过程中，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使得企业有条件扩大再生产，推动联动产业规模扩大，催生更

多的就业岗位，表现为“溢出效应” ［１２］。 因此，短期内新技术对部分行业就业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
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红利”不会削弱劳动力总需求，在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作用下就

业总量将保持基本稳定［１３］。
综上所述，对人工智能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 多数研究采用单一指标或建立指

标体系来衡量智能化［１４ １５］，难以有效地处理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 现有关于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就业

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考虑地区和企业不同情境下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工业 ４. ０”理
念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中国智造”能否赋能我国劳动力就业。 可能的贡献有：第一，从微观角度采

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工业 ４. ０”这一外生冲击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智能化指

标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也可以有效缓解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二，以往对智能

化如何影响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上，本文从企业劳动力需求视角切

入，研究“中国智造”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在区位特征、企业自身特性和劳动力禀赋特征的不同情境下

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就业之间是“机器换人”还是“机器扩人”的争议提供了来自中

国的微观证据。
二、 理论分析

智能技术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来源于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 然而，技术创新究竟是威胁

就业还是创造就业，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劳动者对技术创新的恐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技术创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原有单位产出的劳动力需求。 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嵌入，使
产品的生产周期明显缩短，产出水平大幅提升，最终部分劳动力失去工作，所以机器大生产可能导致

部分劳动力被挤出生产活动。 其次，技术创新可能会引起就业极化，造成结构性失业。 新技术的引进

在短期内会造成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同时市场也无法迅速填补智能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量。
但长期来看，失业者为了重新参与劳动生产，会通过“干中学”获取新技能以寻求新的工作匹配。 因

此，理论上，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负向的替代效应和正向的复原效应孰大孰小［１６］。 一方面，
智能设备可以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企业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智能设备也可以通过复原效应增加企业

劳动力需求。 因此，“就业破坏与替代”与“就业创造与补偿”并存［１７ １８］。 后者具体表现为新技术在传

播过程中会不断衍生出新的产品，对就业进行补偿并催生出新业态，通过规模化生产刺激同类企业进

行新一轮产品创新以此提高自身竞争力，继而引发产业变革，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综合上述观点，
本文提出如下两条对立的假说。

假说 １ａ：“中国智造”会降低劳动力需求，即“中国智造”会对劳动力就业造成冲击。

—９８—
①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ｏｂｓ Ｌｏｓｔ， Ｊｏｂ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刘　 英 “工业 ４. ０”背景下“中国智造”能否赋能劳动力就业

假说 １ｂ：“中国智造”会扩大劳动力需求，即“中国智造”可以赋能我国劳动力就业。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迥异，不同区域、各大行业的智能化发展步伐并不一致。 从区域条件看，

一些地区拥有雄厚的技术资本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有着明显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区位优势。 大量的技

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聚集使得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更为强烈。 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企
业会通过在城市群选址和加大资金投入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不断拓展

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新商业模式，为城市增添更多的新行业、新岗位，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部分地区

囿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智能化设施和人才匮乏，长年位于“低 －低”智能集聚区，似乎陷入了“中国智

造贫困陷阱” ［１９］。 相较于其他区域，这些区域的新兴产业起步晚，前期技术基础薄弱，后期研发投入

不足，缺乏关键核心竞争技术，导致多数人才外流，就业动能难以释放。 从企业角度看，当企业在市场

中拥有“垄断”权力时，其会借助自身垄断优势获取市场份额，而不会选择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从而

使得劳动力需求降低。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智能技术应用可以节约生产成本，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

利润，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借助智能技术开拓新的商业模式。 这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

效率［２０］，还可能促使更多的企业在生产中融入自动化技术，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为了满足消费需求，企业可能会选择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显著增加岗位雇佣。 不同规模的企业亦是如

此，大规模企业会通过不断引进核心技术以实现智能化控制和管理，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

争力，因而“机器替人”现象在大规模企业中将成为常态。 相反，小规模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

术资源来吸纳更多的智能技术，智能化升级的目的主要在于企业产出规模的扩张和利润的提升，因而

对相关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会随之增加。 从劳动者角度看，由于资本 － 技能的互补性，不同企业在新旧

动能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填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各类人才缺口，对技能各层级人员的需求也不尽相

同，尤其是智能化程度的加深，将使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 在这种智能技术与技能人才

为主导的就业环境下，劳动者会主动采取措施提升自身的技能，从而转向个性化要求高、薪酬水平丰

厚的工作岗位。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中国智造”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区域、企业和劳动者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
一般来说，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融资能力可以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 随着市场深度和广度的

增加，企业会通过借助智能技术提升创新能力，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抢占市场份额，从而形成“市场

扩大效应”，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吸收更多劳动力［１７］。 一方面，“中国智造”可以增强企业的市场获

利能力，提升企业市场价值［２１］。 智能技术与产品融合发展之下，智能产品、智能服务相继出现，在智

能技术未全面普及前，少数拥有相关智能技术的企业可以抢夺第一波红利。 这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大

的利润空间，将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智造”为企业实现标准化生产

创造了便利条件，企业通过更新设备提高生产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将有效刺激消费。
同时，企业利润增加，全社会总收益随之扩大，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这使企业生产规模进

一步扩大，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企业在投资劳动力资本时，会考虑财务状况是否稳定，只有

资金充裕才能满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支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健全，企业外部融资

成本较高，需要依靠企业内部资金来缓解融资约束［５］。 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壁垒加剧了信贷风险，
使得银行的信贷意愿降低，而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２２］，从而更好地发挥不同

企业的比较优势，增加整体就业。 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由于融资成本过高，短期内企业的现金

流可能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本投资。 根据风险转移理论，企业会通过降低薪酬、削减劳动力等手段来降

低企业经营风险［２３］，使得人力资源从众多的“僵尸企业”流向其他更高效率企业。 相反，规模较大、资
本雄厚、成长前景较好的企业更受银行青睐，企业能够获取充足的资金以支持各环节的劳动力雇佣需

求，因而为了追逐更多的收益和利润，一般会选择加大劳动力资本投资以扩大生产。 综合上述观点，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中国智造”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缓解融资约束影响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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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考察“中国智造”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本文将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工业 ４. ０”理念视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中国智造”如何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 具体而言，以 ２０１３ 年提

出的“工业 ４. ０”理念作为外生冲击，设置政策冲击时间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若研究样本的年份处于 ２０１３ 年

及以后，则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冲击时间选取在 ２０１３ 年，而非“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正式提出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国都积极把握“工业 ４. ０”战略带来的机遇，相关

政策频繁落地，致力于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强国，若将政策时点

定为 ２０１５ 年，不考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期间“工业 ４. ０”的政策效果，可能会造成结果偏误。
本文还设置了处理变量 Ｔｒｅａｔ。 现有研究关于“中国智造”的认定方法不一，张万里等［２４］以企业是

否被评选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为标准。 周科选和余林徽［２５］利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将中国

使用机器人的行业所对应的出口产业设定为实验组，而从未使用过机器人的行业所对应的出口产品

设定为控制组。 黄键斌等［２６］对主营业务涉及“智能设备”“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字段的企业进

行筛选来确定处理组与对照组。 上述方法为本文界定“中国智造”企业提供了有益参考。 事实上，智
能制造试点项目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却并不能与“中国智造”完全等同，仅以入选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企业为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偏误，而以使用机器人的行业或主营业务相关字段为评判标准并不能准确

体现“中国智造”的内涵。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谢萌萌等［２７］ 的研究，从“制造 ＡＩ”和“ＡＩ 制造”两
个角度重新定义融合“中国智造”企业。 一是“制造 ＡＩ”的企业，该类企业主要为研发或生产智能化机

器的相关企业，本文以东方财富网披露的人工智能板块的上市公司名单为依据；二是“ＡＩ 制造”的企

业，该类企业主要是在日常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运用智能化机器和设备的企业，本文以企业是否被评选

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为标准。 若样本企业属于以上“制造 ＡＩ”类或“ＡＩ 制造”类企业则为政策激

励型样本，变量 Ｔｒｅａｔ 取值为 １，否则取 ０。
Ｈｉｒｅｉｐｃ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 ＋ α２Ｘ ｉｐｃｔ ＋ μｉ ＋ γｔ ＋ ωｐｔ ＋ ｃｔ ＋ εｉｐｃｔ （１）
其中，Ｈｉｒｅｉｐｃｔ 表示劳动力雇佣增长率，Ｔｒｅａｔｉ 为处理变量，Ｐｏｓｔｔ 为政策冲击变量。Ｘｉｐｃｔ 代表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Ａｇｅ） 采用企业成立年限表述，举债经营比率（Ａｌｒ） 采用期末债务总额与资产总

额的比值表示，股权集中度（Ｔｏｐ） 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固定资产率（Ｆｉｘ） 采用固定资产净额与

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无形资产率（Ｉｎｔ） 采用无形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 μｉ、γｔ、ωｐｔ、 ｃｔ 分别为

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 × 时间、城市 × 时间联合固定效应，εｉｐｃｔ 为随机扰动项。
表 １　 各变量基本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 中位数 ７５％分位

Ｈｉｒｅ ２５ ０２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 ３６３ ５ －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０２３ ４ ０． １２７ ５
Ｐｏｓｔ ２５ ０８６ ０． ５８３ ５ ０． ４９３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Ｔｒｅａｔ ２５ ０８６ ０． ０９４ ０ ０． ２９１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Ａｇｅ ２５ ０８６ １１． ３２０ ３ ７． １０９ １ ６． ０００ ０ １１． ０００ ０ １７． ０００ ０
Ａｌｒ ２５ ０８６ ０． ４５０ ７ １． １４５ ８ ０． ２７２ ０ ０． ４３０ ８ ０． ５８８ ９
Ｔｏｐ ２５ ０８６ ３５． ２２９ ３ １５． ２８８ １ ２３． １５０ ０ ３３． ２２０ ０ ４５． ８００ ０
Ｆｉｘ ２５ ０８６ ０． ２２１ １ ０． １６９ ６ ０． ０８９ ２ ０． １８４ ７ ０． ３１５ ８
Ｉｎｔ ２４ ９９８ ０． ０４８ ３ ０． ０６６ ９ ０． ０１５ ７ ０． ０３２ １ ０． ０５６ ８

注：限于篇幅，未列出差异性检验结果。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范围聚焦于中国 Ａ 股上

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和万得数据库。 “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作

为研究区间，保证了研究样本的充足性，
也避免了样本期间过宽与其他政策效应

混淆。 同时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
文对初始数据进行了预处理：（１）按照

２０１２ 年证监会对不同行业的分类标准，
将金融类和 ＳＴ 类的上市公司样本予以

剔除；（２）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剔除主要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３）剔除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之

后的样本，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的可比性；（４）考虑各变量异常值可能造成实证结果偏差，对变量进行

前后 １％水平的缩尾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 ２ １６９ 个有效的企业样本，２５ ０８６ 个企业 － 年度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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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部分变量做了对数处理，导致不同实证样本数量略有差异。 从变量的基

本统计信息和差异性检验可知，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大，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企业年龄、举债经营比率、
股权集中度、固定资产率和无形资产率的均值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８ １∗∗

（０． ０１９ ８）
０． ０５２ ７∗∗∗

（０． ０２０ 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２０ ９）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１ ８）

Ａｌｒ －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６）

－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６）

－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７）

Ｔｏｐ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０ ５）

Ｆｉｘ ０． ２２７ ０∗∗∗

（０． ０３６ ４）
０． ２２５ ９∗∗∗

（０． ０３６ ６）
０． ２２５ ９∗∗∗

（０． ０３６ ６）

Ｉｎｔ ０． ３６６ １∗∗∗

（０． ０８０ ５）
０． ３３８ ２∗∗∗

（０． ０８０ １）
０． ３３６ ４∗∗∗

（０． ０８０ １）
时间固定 否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省份 ×时间 否 否 否 是

城市 ×时间 否 否 否 是

样本数 ２５ ０２５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调整 Ｒ２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１２ １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汇报了“中国智造”对企业劳动

力雇佣的影响。 其中，列（１）仅加入处理

变量和政策冲击变量的交叉项。 在控制

了个体固定效应后，交叉项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后，相比一

般企业，政策激励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实

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即“中国智造”可以

赋能我国劳动力就业。 列（２）加入了企业

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依

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中国智造”可以

赋能我国劳动力就业。 列（３）进一步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可以发现，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
估计系数除大小不同外，依然显著为正，
再次表明企业提高智能技术水平促进了

企业劳动力雇佣。 伴随着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各省市在不同年份也相继推出相

关政策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为了得到

更为可靠稳健的计量结果，在列（４）中加入了省份 × 时间、城市 × 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以控制省份、城
市层面其他政策冲击和影响因素的干扰，结果依然稳健。 可见，“中国智造”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力雇

佣，“稳就业”效应确实存在，假说 １ｂ 得以验证。

图 １　 平行趋势分析

（二） 平行趋势检验①

双重差分法适用的有效前提取决于实

验组和对照组在准自然实验设定之前是否

具有共同的时间趋势，这也是本文实证策

略的重要假设。 图 １ 描绘了实验组和对照

组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的逐年变化趋

势。 可以看出：在“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以

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劳动力雇佣增长率

几乎相差不大；但是在 ２０１３ 年以后，两者

差异明显扩大，且实验组企业的劳动力雇

佣增长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该结果基本满

足双重差分法应用的前提。
为进一步明确平行趋势确实存在，本

文参考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８］的做法，引入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设置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和年份虚拟变

量 Ｙｅａｒ 的交叉项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据此考察在“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前后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是否存在

—２９—
①限于篇幅，未列出各年份的实证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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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如果平行趋势确实存在，则在“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以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从结果可知，“工
业 ４. ０”理念提出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劳动力需求并没有显著差异，表明没有发生显著的事前趋势

变化，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另外，“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当年的交叉项系数也没有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说明“工业 ４. ０”理念的提出对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时滞效应，这也符合本文的理论

分析，即短期内市场还无法填补智能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量，因此企业引进智能技术在短期

内难以推动就业。 “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之后的交叉项估计系数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５％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中国智造”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改变计量方法

为了防止除“工业 ４. ０”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劳动力雇佣决策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重新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准自然实验。 首先，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计算每个样本的倾向得分，将企

业是否属于政策激励型企业设置为被解释变量，若属于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解释变量包括基准回归中

所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其次，根据估计的倾向得分，从一般企业的样本中选取与政策激励型企业在倾

向得分上较为一致的一组样本作为对照组，通过 １∶ １ 比例近邻匹配放回抽样，进行逐年匹配；最后，将得

到的新样本重新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新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１），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

著，从而排除了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确保前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２． 同期相关政策的排除

“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后，我国陆续颁布与实施了多项相关政策，可能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
进而高估或低估“工业 ４. ０”理念的政策效应。 为排除同期相关政策的影响，本文搜集了“工业 ４. ０”理
念提出后的相关政策事件，发现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施的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
２０１５ 年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以下简称“双创”） 《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和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智能规划”）可能会混淆

样本期间的政策效应。
具体来看，事实上，２０１３ 年当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国智造”的

估计结果产生偏差。 考虑到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均可能对就

业环境产生影响，为排除这些政策产生的干扰，本文同时将“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与时间的交叉项、
设立自贸区对应的省份与时间的交叉项加入模型（１）中进行回归。 表 ３ 列（２）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

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差异不大，而“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与时间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为 － ０. ０１２ ４且不显著，设立自贸区对应的省份与时间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８ ５ 也不显著，说明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战略对劳动力就业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自“双创”政策提出以来，国内掀起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区域内的创新创业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就业效果，造成“工业 ４. ０”政策效应的高估。 本文通过进一步控制区域创新指

数来验证“双创”政策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表 ３ 列（３）结果显示，“工业

４. ０”的效应确实存在并十分显著，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２０１５ 年，为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国务院正式印发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陆续批复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试点

示范城市①。 为识别这一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这些城市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设定方式为，
如果企业地址位于批复的试点示范城市，则该控制变量设为 １，否则为 ０。 列（４）显示，“工业 ４. ０”
的就业效应与前文基准回归估计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为明确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指导思想、目
标和重点任务，２０１６ 年多部门联合印发《智能制造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为了排除此项政

策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通过设置“智能规划”的虚拟变量，将“智能规划”提出后的年份虚拟变

—３９—

①具体包括宁波、泉州、沈阳、长春、武汉、吴忠、青岛、成都、赣州、广州、合肥、湖州等 １２ 个城市，以及苏南五市、珠江西岸六市

一区、长株潭衡、郑洛新等 ４ 个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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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值为 １，其他时间取值为 ０。 列（５）结果显示，在加入 ２０１６ 年这一政策虚拟变量后，“智能规

划”并没有影响本文基本结论。
要想准确度量 ２０１３ 年以后的就业变化多大程度归因于“中国智造”理念，就必须合理控制其他竞

争性因素的影响。 不可否认，本文无法穷尽所有相关政策对其进行逐一检验，且现实事物的发展关系

往往比较复杂，不会仅局限于单一的线性关系。 前文基准回归中通过控制省份、城市与时间趋势的交

叉项，以捕捉线性维度的区域性政策对结果的影响，接下来为探究这些政策事件对就业的曲线效应，
参考张克中等［２９］的做法引入省份、城市与时间趋势平方的交叉项，从而控制非线性影响因素对估计

结果造成的偏误。 表 ３ 列（６）显示，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 总的来说，在排除同期相

关政策的干扰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ＰＳＭ⁃ＤＩＤ

（１）
２０１３ 年同期政策

（２）
“双创”
（３）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４）

“智能规划”
（５）

时间趋势平方
（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３ ７∗∗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５０ ７∗∗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４７ ４∗∗

（０． ０２０ ８）
０． ０５１ ４∗∗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２０ ９）

“一带一路” － ０． ０１２ ４
（０． ０１３ ６）

自贸区战略
０． ０１８ ５

（０． ０１３ 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 ４５６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２４ ９３８

调整 Ｒ２ ０． ０１３ ２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１２ ５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１２ １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３．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排除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的干扰，借鉴周茂等［３０］ 的研究进

行间接性安慰剂检验。 具体根据式（２）得出交叉项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 系数估计值，表达式为：

α１^ ＝ α１ ＋ θ ×
ｃｏｖ（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εｉｐｃｔ ｜ Φ）

ｖａｒ（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 ｜ Φ） （２）

其中，Φ 为前文涉及的所有控制变量，θ 为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如果 θ ＝ ０，则这些遗漏变量不会影响到

估计结果，即证明是无偏的，但这一点无法直

接验证。 为此，本文使用计算机随机生成政

策冲击，同时为了避免小概率事件的干扰，重
复模拟 ５００ 次，产生了 ５００ 个虚拟的分布，估
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 可以发

现，随机产生的估计系数绝大部分汇集在 ０
附近，且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说明随机产生的

冲击并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从而证明

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几乎不会对解释变量产

生影响。 虚线表示表 ２ 列（４）相应的回归系

数大小。 图中显示，０． ０５１ ３ 在安慰剂检验的

估计系数中明显属于异常值，表明“工业 ４. ０”
的影响效应并非偶然事件，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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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调整研究样本①

前文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工业 ４. ０”理念的提出对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时滞效应，考
虑到结果的稳健性，将“工业 ４. ０”理念提出当年的所有研究样本删除后重新进行验证。 同时，由于我

国仍处于人工智能发展初期，智能技术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整理数据时发现制造业样本数

量较多。 考虑到样本行业集中度可能会带来估计结果偏差，将制造业子样本删除后重新进行双重差

分检验。 不难发现，基准回归结果未发生根本性改变，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为了识别

“工业 ４. ０”的就业效应是否会随着时间窗口的变化而改变，本文通过缩短时间窗口来判断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具体做法为，考虑到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９ 年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

一定负面影响，将时间窗口缩短为 １０ 年，即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通过缩短

时间窗口，“工业 ４. ０”的就业效应并无明显变化，依然支持前文的结论。
５． 增加控制变量

企业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和公司治理同样会影响其劳动力雇佣决策，进而可能对估计结果造

成干扰。 本文进一步控制行业时间趋势，并增加三个公司治理层面的控制变量②，重新对模型（１）进行

检验。 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进一步佐证了前面的分析。
五、 进一步分析

表 ４　 区域异质性

变量
市场化程度高

（１）
市场化程度低

（２）
一般城市

（３）
大城市
（４）

特大城市
（５）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５ ９∗

（０． ０１８ ６）
－ ０． ０５９ ７
（０． ０５１ ６）

０． ０９５ ５
（０． ０７８ ７）

０． ０８１ 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 ０４２ １∗

（０． ０２５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６ ９６２ ７ ９７６ ２ ９４０ ７ ４３５ １４ ４８７
调整 Ｒ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５１ ９ ０． ０１９ ６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０１３ ７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

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一） 异质性分析

１． 地区层面异质性

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智能技

术的应用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效率

外溢使得企业拥有更多获取规模

收益的机会，所以企业拥有更为灵

活的劳动力配置自主权。 而在市

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的分散

化可能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企业

获取收益机会较少，限制了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 本文根据王小鲁等［３１］ 对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将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按大小顺序进行排列，把高于中位数的研究样本定义为市场化程度高的样

本组，其余为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组，两组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４ 的列（１）和列（２）。 结果显示，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组中，交叉项系数为正，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中国智造”的就

业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智能技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可以加快市场资源流动，促使

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 此外，城市的聚集特征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适度的城市

规模可以促进劳动力就业，但城市过度聚集会导致过高的通勤成本，增加劳动者的就业压力，人口太

少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生产力难以提升。 因此在不同城市，智能技术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可能

存在差异。 本文根据城市年末户籍人口数量，将研究样本分为一般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三组③，并
针对三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列（３） ～ （５）结果显示，“中国智造”对大城市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的

影响最为明显，说明适度的城市规模有利于就业稳定，人口的过度分散和过度聚集都有可能会减弱

“中国智造”的赋能效果。

—５９—

①
②
③

限于篇幅，未列出调整研究样本、增加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具体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一般城市人口上限定为 １００ 万，大城市人口上下限分别定

为 ５００ 万、１００ 万，特大城市人口下限定为 ５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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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企业异质性

变量
市场地位高

（１）
市场地位低

（２）
大规模企业

（３）
小规模企业

（４）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６９ ４∗∗

（０． ０２９ １）
－ ０． ０４６ ５
（０． ０３１ ２）

０． ０９４ ７∗∗∗

（０． ０３３ 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０ ２２７ １４ ７１１ １２ ４９９ １２ ４３９
调整 Ｒ２ ０． ０１３ ３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 ０３４ ９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和 １％ 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数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２． 企业层面异质性

我国各企业受市场地位以及规模大小

的影响对劳动力需求也不尽相同。 当企业

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时，其对市场价格的话语

权较大，必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投入来获取

更多的利润，从而弱化了就业导向。 本文通

过计算勒纳指数①来衡量企业的垄断地位，
勒纳指数越大，说明企业决定价格的权力越

大，垄断地位越高。 按照企业的勒纳指数大

小进行排序，将研究样本分为市场地位高、
低两组重新进行验证。 表 ５ 列（１）和列（２）
结果表明，当企业市场地位较低时，智能技术的引入对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意愿更强烈。 大规模企业往

往具有充足的财力支撑和强大的技术实力，这类企业对于智能技术的吸纳能力更强，自动化程度的提

升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岗位替代将成为常态；而小规模企业在推进智能化改造的过程中，生产率的提

高可以促进业务增长与规模扩张，从而会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为了考察这种异质性，本文采用企业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将企业规模按照中位数进行划分，定义中位数以下的为小规模

企业，其余为大规模企业。 列（３）和列（４）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仅在小规模企业的样本中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智造”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规模异质性。

表 ６　 劳动力异质性

变量
高技能
（１）

低技能
（２）

高薪酬
（３）

低薪酬
（４）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０ ２∗∗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４４ ８

（０． ０３５ ９）
０． ０５６ ７∗∗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２９ ５

（０． ０３１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６ ６０８ ８ ３３０ １２ ５７８ １２ ３６０
调整 Ｒ２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１６ 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１０ ８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和 １％ 的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３． 劳动力层面异质性

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决策不仅受区域差异、
企业禀赋的影响，还受劳动力自身因素的影响。
智能化技术应用加大了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
企业在新员工队伍的打造过程中会根据发展需

求选择适宜的人才进行引进。 本文将教育程度

为高中以上的员工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根据

各企业员工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数，按大小顺

序进行排列，定义位于中位数上下梯队的企业

分别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多和低技能劳动力

占比较多两组，并分别在两组重新回归模型

（１），结果见表 ６ 的列（１）和列（２）。 高技能劳动力较多的企业的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系数显著为正，且明显大

于低技能劳动力较多的企业，说明“中国智造”可以给高技能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薪酬

水平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为了考察这种异质性，本文以应付职工薪酬来衡量企业员工的

薪酬水平，将研究样本按照薪酬水平中位数分为高薪酬和低薪酬两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列（３）
和列（４）结果显示，当企业的薪酬水平较高时，“中国智造”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 原因

在于智能技术具有明显的“资本 －技能”互补特征，当劳动者与企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时，劳动者的工

资溢价能力更强，企业在智能化升级的过程中会通过正向溢出效应提高薪酬水平以吸引更多劳动力。
（二） 影响机制研究

前文理论分析发现：一方面，企业通过引进智能技术提高了生产率，拉低了产品市场价格，为了抢

夺更多的市场利润，会选择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需要引进更多的劳动力来满足生产需

求；另一方面，融资能力较强、资金较为充足的企业为了持续受益可能会选择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增

—６９—
①勒纳指数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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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影响机制及经营绩效结果

变量
Ｓｃａｌｅ
（１）

Ｆｃ
（２）

Ｐａ
（３）

Ｒｉｓｋ
（４）

ＴＦＰ
（５）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３８８ ４∗∗∗

（０． ０６０ ８）
－０．０４２ ６∗∗∗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 ０４５ ２）
－ ０． ０１０ 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３９ ６∗∗

（０． ０１７ 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４ ９９８ ２４ ９９８ ２１ ４２９ ２０ ５９４ ２１ ４２５
调整 Ｒ２ ０． ４５３ ０ ０． ９８８ ６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７６１ ９ ０． ００５ ８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数值代表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

加更多工作岗位以扩大生产，而融

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可能会选择缩减

人力资本投入，以维持企业正常运

行。 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将尝试从

企业生产规模和融资约束两个渠道

进行实证检验，以便更加深入理解

“中国智造”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

响机理。 其中，企业生产规模（Ｓｃａｌｅ）
用企业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表

示；企业融资约束（Ｆｃ）参考 Ｈａｄ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ｃｅ［３２］的做法用企业规模和年

龄两个相对外生的变量计算 ＳＡ 指数①来表征，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强。 表 ７ 列（１）结果

显示，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智造”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影响了企业的劳动力

雇佣。 这可能是因为智能技术的引进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３３］，从而降低产品市场价格，增加

产品市场需求，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企业可能选择增加劳动力以扩大生产规模。 “中国智造”除了通过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影响劳动力需求外，也可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劳动力雇佣产生影响。 列（２）
结果表明，智能技术对政策激励型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负，表明智能技术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
扩大企业现金流，提高企业劳动力雇佣量。 这可能是因为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在促使企业加速更新自

动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可以赋能金融主体与企业进行快速联结，在一定程

度上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融资信息，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促使企业规模扩

张，劳动力需求加大。 因此，“中国智造”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途径影响劳

动力雇佣。
（三） 经营绩效的影响

前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智造”的确可以赋能劳动力就业。 但企业通过引进智能技术扩大就业，
最终能否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实现“稳就业，促增长”的“双重红利”？ 为此，本文采用企业利润（Ｐａ）、
企业风险（Ｒｉｓｋ）和企业生产率（ＴＦＰ）等指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代理变量。 其中，Ｐａ 采用企业营业

利润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表示，Ｒｉｓｋ 借鉴 Ｆａ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３４］ 的做法采用企业盈利的标准差表征，ＴＦＰ 使

用 ＬＰ 法进行计算。 表 ７ 列（３）为“中国智造”对企业利润的回归结果，核心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

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残酷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中，企业可以借助智能技术提高自身核心

竞争力来追求更大的利润水平；列（４）验证了“中国智造”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 ４. ０”有
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表明企业可以通过适度投资自动化机器，提高自身的创新效率，进而规避企业风

险；列（５）为“中国智造”对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引进智能技术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生

产率，这主要是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更新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使工作

效率明显提升。 综上所述，“中国智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稳就业，促增长”的双赢局面。
六、 结论与启示

在我国人口红利日渐消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厘清“中国智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可以为企业实现“稳就业，促增长”目标，助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价值参考。 本文借助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工业 ４. ０”理念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

本，考察了“中国智造”能否赋能我国劳动力就业。 研究结果发现：（１）“中国智造”提高了企业的劳动

力需求。 （２）“中国智造”的就业赋能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和人口规模适度的城市、话语权小和小规

—７９—
①ＳＡ ＝０． ０４３ × 企业规模的平方 － ０． ７３７ × 企业规模 － ０． ０４ × 企业年龄。



刘　 英 “工业 ４. ０”背景下“中国智造”能否赋能劳动力就业

模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多和薪酬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３）“中国智造”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

规模和提高融资能力的途径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 （４）“中国智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企业经营

绩效。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１）助力人工智能持续发力，催生更多的就业新形态。 政府应加大创新投

入，鼓励我国企业研发和使用智能技术，创造出更多研发与使用智能技术的就业岗位，以此提高相关

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培育出新的就业增长极。 （２）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制度与政策，赋能企业构建新

发展格局。 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实事求是，认真甄别，防止资源配置错乱，针对不同区域和

行业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行业发展和要素配置等实际情况。 （３）加强人才储备，防止出现“机器换

人”、就业极化的恐慌。 政府应着重关注易被机器替代的低技能群体，完善就业扶持政策，引导劳动者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等手段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弱化智能化发展对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冲击，
避免农民工等特定群体陷入失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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